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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
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

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

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

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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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妃（俗称妈祖）信仰，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宋时有

林氏女，“幼契玄理，预知祸福”①，生前灵异，死为海神，

屡有显应。因其护航保运的佑助功能，自北宋始，历元、

明、清三朝，其封号由“夫人”、“天妃”而“天后”，神格渐

显隆盛，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交通运输业的主要保护神。

天妃属于海神范畴，而淮安与海洋无涉，但作为运河沿线

的枢纽城市，对于国家供给与京师消费，仰赖东南“财赋

之地”的传统社会，重要性不言而喻。淮安地区的天妃

信仰正是借重国家漕运缘起并流变的。本文拟在已有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淮安地区天妃信仰的起源与流变，

重点分析明清漕兴与水运因素下，淮安地区的天妃信仰

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过程，这一信仰变迁背后所隐藏的动

力又来源于什么，继而这种变迁又会对当地的民间信仰

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彰显出一定的地域

特色，与国家层面是否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信仰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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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郎瑛：《七修类稿》卷 ５０《奇谑类》“天妃显
应”条，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５３０ 页。



一、淮安地区天妃信仰的起源与流变

天妃信仰在淮安地区起源较早。据后世方志记载，

郡城西南隅有灵慈宫，祭祀天妃，乃南宋嘉定年间楚州安

抚使贾涉在原紫极宫的基址上重修而成①。目前所见资

料，并无关于贾涉重修天妃宫殿的直接记载。不过据南

宋莆田人丁伯桂所言，“开禧丙寅，金寇淮甸，郡遣戍兵，

载神香火以行；一战花靥镇，再战紫金山，三战解合肥之

围”②，讲的是“开禧北伐”事，南宋遣调福建莆邑军士，

征战戍守江淮地区③。莆邑军人“载神香火以行”，且

“凯奏以还”，实乃天妃神之佑助，因此“淮甸皆祠也”。

民间信仰的传播不仅需要客观条件，而且需要主观意志

即人的参与，“妈祖信仰在兴化军外的传播及其祠庙的

创建，只能依靠她在兴化军的信徒首先来发起推动”④，

这一说法不无武断，但兴化军的地域变动确实是妈祖信

仰传播的重要推力，且福建籍军士确曾开赴淮安作战⑤，

这也应该是淮安地区天妃信仰的源起。元代定鼎大都，

实行海运，“岁漕东南之粟三百余万石，出昆山海行走直

沽而达京师”⑥，以供京师千卫万骑、百司庶府的日常消

费。然漕粮海运存在风涛不测之虞，元代的航海技术也

尚未成熟，故天妃作为海运保护神，“舟航危急，有祷辄

应”⑦，崇祀日隆，历有敕封。诚然，元代漕粮虽海运、河

运、陆运三种运输方式并行，但当以海运为主，淮安非沿

海城市，海运路线途经的乃淮安路属盐城县，并非路治驻

地的淮安城，因此，元代淮安城附近的天妃信仰当有减

退。但元天历二年（１３２９），政府遣使到沿海城市和运河
城市祭祀天妃，淮安庙名列其中，成为官方谕祭的庙宇之

一⑧。淮安庙建于何时、立于何地，皆无考⑨。可以明确

的是，元代实行漕粮海运，天妃信仰也逐渐在全国范围内

扩大了影响，因而淮安地区天妃信仰的职能也由南宋时

期的佑军助战转为护漕保运。

有学者认为陈蠧初领海运，船队屡遭海难，故祭祀天

妃，后行河运，“海上漕运之师转入运河”，天妃信仰便也

自然传入运河流域瑏瑠。又，明朝厉行海禁政策，天妃信仰

趋向衰落，缩小为翦剿倭寇的神灵，但在运河沿线城市反

而逐渐增强，其已演变而为河神瑏瑡。以上结论均适用于

淮安地区，总言之天妃信仰因军事攻伐的需要在淮安地

区逐渐萌发、流布，元代海运政策的施行，则移植了航运

保护功能在沿海地区的传播，明永乐年间漕粮转输改行

河运，天妃信仰则又在运河沿线展布开来。

二、亦游亦祀：旧城天妃宫的景观呈现

明清淮安府城有旧城、夹城、新城三城之分，天妃宫

位于旧城西南隅，“濒万柳池”，现以地方资料为基础，试

图构建万柳池畔以天妃宫为中心的地理景观。同治《山

阳县志》载：“万柳池在城西南隅，今天妃宫旁周回水面

皆是”，约计二十余亩。万柳池约形成于宋代，因“环堤

多植杨柳，故名”，又多芰荷风韵，别名莲花池。南宋时

山东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全“至青州，使刘庆福还楚州为

乱”瑏瑢，其起事地即为万柳池附近，“此地必是大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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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淮安府志》卷 ６《学校志·祠庙》，《天一阁
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 ８ 册，上海书店 １９９０ 年版。

咸淳《临安志》卷 ７３《祠祀三》，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０ 年版。

宋金交战时期，著名将领毕再遇主要在楚州一带

作战，他可能“参加了宋军从真州北上解合肥之围的战

斗，而兴化士兵恰好在他指挥之下，并取得了胜利”，因

此，宋代淮安地区天妃信仰的传播可能与毕再遇及其所

征战的士兵有关，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海风出版

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８１ 页。
李晓红：《论妈祖信仰在宋代的嬗变及其成因》，

《宋学研究集刊》第 ２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８３ 页。

光绪《淮安府志》卷 ３９《杂记一》中有云：南宋绍
定中，邵武泰宁人丁从龙“率乡兵击贼有功，授忠义郎，

领兵淮安，攻破土城，克复其地，授忠翊郎”。这表明，可

能正是兴化籍军士的地域流动，促成了天妃信仰向淮安

地区的传播。李伯重指出镇江天妃庙乃“取其佑军御敌

之意”，同样具有较强的军事意味，《“乡土之神”、“公务

之神”与“海商之神”———简论妈祖形象的演变》，《中国

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毛立发撰文指出作为
惠济祠前身的铁鼓寺，也有关于宋金交战的军事传说

（毛立发：《惠济祠》，网络来源：《淮阴新闻中心》）。可

见，天妃信仰通过军事征战传播的路径，在宋代江淮地区

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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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邑人段朝端曾曰：万柳池“烟水渺
$

，最为游赏胜地”，

环池周围营造出消闲赏玩、怀古凭吊的氛围，“菰蒲菱

芡，远近相映。城内土垒如山，杂树深列，不见女墙，抵灵

慈宫岸，步望仙桥，吊灵素墓，闻松院笙箫，清兴欲飞”①。

而天妃宫居于万柳池水的中心方位，始建于南宋嘉定年

间，至明清时期逐渐转变为“郡守诸公游燕之地”。万历

年间曾予以整修，漕抚刘东星主持，“庀材伐石，造水亭，

创木桥，名正厅为君子堂”，“政事之暇，即与宾从游宴于

此”，“朝烟暮霭，雪柳霜芦，风景清绝”，实闹中取静之佳

处②。在万柳池这一水域中，天妃宫以其中心位置，成为

其他建筑空间的主要参照物，这在《万柳池志》中尤为显

见，如三仙楼，位于万柳池北、天妃宫后；在天妃宫后，另

有清漕督施世纶所建的环水亭，与三仙楼相对；唐代开元

教寺位于天妃宫的东侧；开元寺的背后则为二帝祠，崇祯

年间县令黄文焕建书院。清咸丰丙辰年，名士丁晏感于

旧景：“面池深广，遍植芙蕖，绿水澄清，朱华掩映，招凉

却暑，风景宜人”，创秋水蒹葭之馆，希求“饮酒观鱼，以

乐余年”③。道光中诸生秦友白诗曰：“宛转湖山曲径

通，苍葭四面晓烟笼。晨钟一响人心豁，野鹤数声天地

空。鼓籱渔郎秋水外，烧香士女绿阴中。飞来阁上流清

响，迸入炉烟散午风”④，可见，二帝祠周围同样呈现出烟

笼雾罩的宗教意象。总体观来，万柳池畔乃旧城一游赏

胜境，尤为漕运官员与地方士人所重。而万柳池畔的景

观构造基本上是以宗教建筑为载体，且形成了以天妃宫

为中心，开元寺、三仙楼、二帝祠诸寺观拱卫而置的空间

布局。贾涉借用原紫极宫，改建为天妃宫，正是着眼于其

在万柳池中的地理方位，可见天妃信仰乃亦居于中心位

置，即天妃宫所处的实体空间不仅负载天妃信仰本身，且

表达出信仰与周围寺观在空间布局上的理路。

天妃宫，又名灵慈宫，宫内“崇祀漕运香火，郡城佳

境福区，此称最盛。先时其中崇台峙鼎，飞阁流丹，岛屿

纡
%

，金碧掩映。池环柳树，堤绕烟云，北耸三仙之楼，周

遭万雉之堞，觞咏嬉游，四时一日”⑤。既言“崇祀漕运

香火”，说明其具有保护航运的功能。清乾隆间山阳增

生范性善有诗曰：“城头南北多帆影，吴艶楚舸皆萍梗”，

南来船只竞舶于此，造成了水道交通壅阻；诗中还状摹了

五月五日“游人争集灵慈宫”、“男女肩攀纷往来，行动散

缓蚁旋埃”的繁闹游况⑥。但目前并未发现天妃宫祭祀

天妃的宗教仪式或官方敕书方面的资料⑦。但灵慈宫中

确曾有漕运神的供祀，漕督邵南峰曾“谒漕抚应祀神癨，

且瞻礼先进督漕诸大臣祠位”⑧。此处“应祀神癨”并未

言明，但灵慈宫位于西南隅，即八卦之坤位，“灵慈应坤

为老阴，故居以天妃”⑨。另外万柳池南侧的清溪馆酒

肆，似可为天妃信仰作一参注。清溪馆为运河线上声名

远播的酒肆，“凡随船来者，丛集于淮”，大量流动人口群

聚于此。而“漕艘不畏过江而畏过湖”瑏瑠，则说明漕船转

运，路途维艰，尚赖神灵感应相助，而天妃信仰也因此在

这一流动群体中盛衍开来，天妃宫当亦成为漕运官兵及

其他往返运河社会各层人群的祭祀场所。

三、国家祭祀与淮安漕神信仰的空间转换

前文已述，淮安城西南隅的天妃宫建立最早，先时尚

有祭祀活动，但受限于文献资料，对其细部场景知之甚

微，后事移物换，祭祀氛围则逐渐消退，以至完全“蜕变”

成为寄思伤怀、娱情养性的游宴场所。清康熙年间，漕督

施世纶对万柳池周围的寺院亭阁重加修葺，面目为之一

新，但至乾隆时复又倾圮，诚如张鸿烈所言：“昔有芰荷

杨柳，所存无多，而游踪亦绝”瑏瑡。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山东潍县人韩梦周曾侧记天妃宫景况曰：淮阴
书院“久废无人迹，荒藓败瓦，阴霾蚀窗几，几时闻牧马

颞草声”瑏瑢。淮阴书院位于天妃宫东北方向，旧为天妃

“宫之隙地”。乾隆以后，天妃宫及其周围景观更显见出

破败之色，人迹寥落。至嘉庆年间，天妃宫仍透出“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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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瑡
瑏瑢

（明）李元：《游万柳池灵慈宫联句诗序》，丁莲辑：

《万柳池志》卷 ７《艺文志上》，《河北大学图书馆藏稀见
方志丛刊》第 １４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 １ 年版。

瑏瑠（清）吴玉：《山阳志遗》卷 １《遗迹》，民国十
一年（１９２２）淮安书局刻本，第 ２７、２２ 页。

（清）丁晏：《颐志斋文集》卷 １ １《城西道院新建秋
水蒹葭馆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５８７ 册，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７５ 页。

（清）秦友白：《题蒲葭巷二帝祠壁》，（清）邱沅等修、

段朝端等纂：《山阳艺文志》卷 ８，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刻本。
天启《淮安府志》卷 ２４《丛纪志二·丛谈》，方志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００１ 页。
（清）范性善：《午日灵慈宫》，丁莲辑：《万柳池

志》卷 ８《艺文志下》。
曹镳：《信今录》卷 ９《香火志》（清道光辛卯甘白

斋木活字印本）中记载，康熙年间漕督施世纶（施琅之

子）曾大加兴修天妃宫，并移天妃于此。依此似可推断

在此之前，天妃宫中虽然“崇祀漕运香火”，不过其对象

或为其他水神，或本祭祀天妃，后因某种原因一度中断，

施世纶方有移祀之举，置此存疑。

（明）李元：《游万柳池灵慈宫联句诗序》，丁莲辑：

《万柳池志》卷 ７《艺文志上》。
（清）陈梦雷纂：《古今图书集成》卷 ７５２《方舆汇

编·职方典·淮安府部杂录》，中华书局、巴蜀书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１４４９７ 页。

（清）张鸿烈：《淮南诗钞》卷下《万柳池》，清刻本。

（清）韩梦周：《天妃宫纪游》，（清）邱沅等修、段

朝端等纂：《山阳艺文志》卷 ４。



亭榭都零落，衰柳千丝送夕阳”，“游踪也绝少矣”的悲凉

之意①，不复旧观。

相较而言，淮安清口附近惠济祠供奉的天妃神性愈

益彰显，其天妃信仰的兴盛主要得益于国家对漕运事业

与河害治理的现实需要。惠济祠中天妃信仰的隆盛，引

致其周遭水利设施的变迁。明永乐初，平江伯陈蠧开清

江浦河，“其法全仗水平，清江口自新庄闸而下，因其卑

高，递为五闸”②。惠济祠即位于新庄闸河口，又有头闸、

天妃闸之谓。关于黄、淮运口的闸坝堤堰及其演变过程，

前贤论之甚详③，而祠庙信仰与水工建筑称谓的演变，则

鲜有涉及。兹将清口诸闸的更置状况?录于此：

惠济正闸，原名新庄闸，又名天妃闸，旧在惠济祠后，

明永乐中陈蠧建，嘉靖中改移于南，名通济。万历六年，

潘季驯又移甘罗城东。康熙十九年，又移烂泥浅之上，即

七里旧闸，而改名惠济。四十年，复移建于旧运口之头草

坝，雍正十年，移建七里沟，即今处④。

清口天妃闸，系国家漕粮要道必经之地，正所谓：

“国家之大事在漕，漕运之要务在河，河道之为漕运咽喉

者，惟淮安之天妃闸”⑤，实居交通之锁钥。天妃闸亦为

诸闸险峻之首，有诗曰：“百子堂前湾复湾，天妃闸下浪

如山”⑥。史料中言及“嘉靖中改移于南，名通济”，则知

嘉靖年间即有天妃闸之称。以神名闸，则其时惠济祠中

已供奉天妃。而惠济祠其地旧为铁鼓寺⑦，正德初年道

士袁洞明“始卜地河浒，建泰山行祠”，正德帝及圣母章

圣皇太后均曾临幸驻跸，并赐额“惠济”。嘉靖年间淮安

知府刘良卿对惠济祠的变迁有一阐述：

方兹地之未祠也，茫然沙草，郁然冈异而已耳，一旦

饰土木崇堂观，无问远迩，或奔走而归之，何哉？神所依

也。然考诸礼经，祭不越望，太山之祀妥为于淮渎之滨

乎？而事之弥度，叩之无不应者，何哉？国所置也。夫国

家际一统之盛，握天下民神之命，意之所向，足以鼓六合

而来百灵，而况京树千舸，衔尾转漕⑧。

该文作于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刘氏认为惠济祠神
灵的隆盛乃因“国所置也”，即国家通过建构惠济祠的宗

教空间，以实现其“衔尾转漕”的政治目的。不过，刘氏

所谓“太山之祀”，当属不妥，实乃护漕保运的天妃神灵，

更契合“衔尾转漕”的信仰职能。天妃信仰之所以进驻

惠济祠，与明代中叶清口黄、淮水患密迩相连。“夫嘉、

隆之时，黄河数为灾，其后河淮并为，灾愈益甚”⑨，“漕

运、民生两受其害”瑏瑠，甚而淮安府城，处“在淮与漕河夹

中。自嘉靖中年以来，无岁不被水”瑏瑡。“嘉靖年间，江

淮比较大范围的水灾有四次”，胡效谟曾撰《淮安大水记

略》，“淮安自嘉靖庚戌以来，比年大水，至隆庆己巳岁为

最大”瑏瑢。黄淮水患对漕粮转输与城市安全造成威胁，惠

济祠引入天妃信仰属应时之举。

嘉靖以来，云梯关海口淤沙停积，“黄、淮下流势缓，

尝苦浅涸，每水发则有泛滥之虞”瑏瑣，旋开即塞，至万历十

六年（１５８８），“黄河一次冲决，草湾河大通，夺正河十分
之七，至赤晏庙仍归大河。从此黄河离开了淮安城紧北，

居民得以安居”瑏瑤。黄河夺草湾河而东趋，“虽然水患趋

缓，但运口远离，交通大势去矣”瑏瑥，淮安城遂逐渐退变为

偏处一隅之地，山阳旧城西南隅天妃宫的败落殆亦与此

相关。万柳池“旧由西水关通于西湖”，乾隆《山阳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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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清）盛大士：《淮阴竹枝词》，王利器、王慎之、王

子今编：《历代竹枝词》丁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版，第 １８０１ 页。

瑏瑠天启《淮安府志》卷 １３《河防志》，第 ５７４ 页。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民国丛书》第 ４ 编第 ８９

册，上海书店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１８—２３３ 页；邹逸麟：《淮河
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历史地理》第 ６ 辑，上
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６２—６９ 页；蔡泰彬：《明代漕
河之整治与管理》，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２４０—
２４５ 页。

光绪《清河县志》卷 ６《川渎下》，《中国地方志集成
·江苏省府县志辑》第 ５５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清）徐越：《分黄导淮事宜疏》，（清）邱沅等修、

段朝端等纂：《山阳艺文志》卷 ３。
（清）郭瑗：《淮阴竹枝词》，赵明等编著：《江苏竹

枝词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５７ 页。
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河道总督麟庆奉诏重修惠济

祠，“得铁鼓于楼下”，“又得铁钟于门外墙角，相传每悬

即坠，用是弃置。上有篆刻，苔蚀尘封，漫漶莫辨，洗涤观

之，皆嘉靖时权阉名姓”，即认为此乃天后“屏斥奸党之

意”，（清）麟庆著、汪春泉等绘图：《鸿雪因缘图记》第 ２
集下册“惠济呈鱼”条，北京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

（明）刘良卿：《惠济祠碑》，《淮阴金石录》，香港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２３ 页。原碑无题，“惠
济祠碑”系编者所加。

（明）李春芳：《李文定公贻安堂集》卷 ５《中丞江
公治河底绩承恩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１ １３ 册，
齐鲁书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５２ 页。

（明）王宗沐：《淮郡二堤记》，天启《淮安府志》卷

２１《艺文志一》，第 ８５７ 页。
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

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４６—１４７ 页。
《续纂淮关统志》卷 ３《川原》，方志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５３ 页。
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

《历史地理》第 ６ 辑，第 ６４ 页。
沈红亮：《明清时期黄淮运交会地区的人口和民

风———有关淮安府的个案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５ 页。



载：“西水关在西门之南，旧制可行船入西湖”，后“运道

改由城西，始建响水闸，入城水关亦减小，不复如旧”。

响水闸初由明嘉靖知府王凤灵主持修建，亦即文渠闸。

这一渠道“荡涤污秽，供汲饮，备火灾，通达城内外舟楫，

为利甚溥”①，淮安城西南隅一带的河道已退为仅用于供

给地方民生，而与国家漕运无涉。吴玉对天妃宫周边

环境的变迁作了一定的解释：“今南府已移，水门已闭”，

万柳池上惟存有“黄茅白苇而已”②，南府即指漕运总兵

官旧署③。可见，嘉靖年间，响水闸始建，漕运总兵官署

则废隳，淮安城西南隅的形胜大势已去，以天妃宫为中心

的神灵空间亦趋向败落，天妃信仰进驻惠济祠。

前引材料述及，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更通济闸名为
惠济闸。就天妃信仰而言，从天妃闸而惠济闸，闸名变更

背后当隐含神灵奉祀的内在机理，与此相关的则为祠庙

之名的易变。光绪《清河县志》卷 ３《建置》“惠济祠”条
有云：“本朝即其旧宇，崇祀天后，遂称天妃庙，乾隆中复

改称惠济祠”。天妃庙即祭祀天妃之庙宇，具有较强的

神灵指向，而惠济祠则神意含混，为诸神共享的信仰空

间。由天妃庙而复称惠济祠，恐与天妃、泰山娘娘封号之

争有关，亦可视为这一信仰空间愈益延展的宗教意涵。

自明嘉靖年间始，惠济祠中的天妃神灵，即具有明显的官

方语境。而惠济祠所体现出的“治水政治”，在康熙帝、

乾隆帝南下巡幸中更可见一斑④。康熙帝曾谕诸臣曰：

“朕留心河道，亲阅者屡矣。河之形势必身历其地，始知

成功之次第。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济祠，以观水势”⑤。

乾隆帝称其皇祖“清跸屡勤，比隆神禹”，并认为“名山大

川精气磅礴，必有神焉主之；经国大政庇赖生灵，必有神

焉相之”，因“命有司鸠工加焕饰焉”⑥。时在乾隆十六

年（１７５ １）第一次南巡之际，大规模翻修惠济祠，“特命宫
保海大司农仿内府坛庙规制，谕两淮盐政、淮关监督及内

工干员董率其事”⑦，完工后，“殿宇楼阁，均易黄琉璃

瓦，规制崇闳，迥非昔比”⑧。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第
二次南巡，“又谕令前监督高恒重修”⑨。由此可见，乾

隆年间惠济祠的整饬，乃皇帝敕谕、地方官员协理其事的

官方行为，其目的很明显与神灵“显庇河漕”有关。

乾隆帝南下巡幸，均曾拜谒惠济祠拈香致祭瑏瑠，或御

题诗文或钦赐匾联，如“福佑河漕”瑏瑡。诚然，皇帝在淮

安南巡也“踵事增华，削盐商”，于供宸玩赏之所，大讲

排场，颇为奢靡瑏瑢，不过更多的则关注堤、堰、闸、浅，河道

总督迁驻清江浦，以求黄、淮、运等河道的顺畅通行，河道

整饬成为国家政府与官员的敏感话题。至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清口惠济祠的天后神像“屡著显应，本年河流顺
轨，运道顺通”，清廷诏发祭文，令地方官员于春秋二季

“虔诚致祭”瑏瑣。乾隆末，淮河流域大旱，蓄清刷黄之策

失效，致使清口受淤，淮河下游宣泄不畅，洪泽湖水位逐

渐抬高，高家大堰“岌岌可危”，并于道光四年（１８２４）溃
决瑏瑤。嘉、道时期，淮安清口附近的河患都较为严重，皇

帝频繁遣员致祭惠济祠、黄大王庙等诸祠庙，以求神力相

助瑏瑥。因汲取南巡劳民伤财之训，嘉庆帝未能亲往致祭

清口惠济祠，代之以“敕谕两江总督百龄崇诣惠济祠查

明建筑设计方案（规制）和神牌封号字样等，在绮春园内

依原样建惠济祠一座，以便就近祭祀，保证南北漕运安

全”瑏瑦，御园中的惠济祠作为清口惠济祠的复本而存在，

亦成为国家祭祀的应有之义。道光帝秉承圣意，先后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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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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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光绪《淮安府志》卷 ６《河防二》。
（清）吴玉：《山阳志遗》卷 １《遗迹》。
万历《淮安府志》卷 ３《建置志·公署》。１５ 世纪

以后，“漕运总督的地位明显地超过了漕运总兵官”，“漕

运的军事性质明显地降低”，参见［美］黄仁宇：《明代的

漕运》，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４５ 页。
［美］张勉治著、唐博译、董建中校：《洞察乾隆：帝王

的实践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１７３６—１７６５》，《清史译丛》第
５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３３—３８页。

（清）蒋良骐：《康熙朝东华录》，康熙四十四年乙

酉闰四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９６ 辑第 ９５３ 册，台
北文海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５８４ 页。

左慧元：《黄河金石录》，黄河水利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版，第 ２７５ 页。

淮阴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淮阴金石录》，第

１２４ 页。
（清）麟庆著文、汪春泉等绘图：《鸿雪因缘图记》

第 ２ 集下册“惠济呈鱼”条。
《续纂淮关统志》卷 １２《古迹》，第 ３７８ 页。
《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 １００《郊社考十》，景印文

渊阁四库全书第 ６３４ 册，第 ２４１ 页。
（清）高晋：《南巡盛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

编第 ６５ 辑第 ６４１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 １９７１ 年版，第 １ １９、
２５７、２０５ 页。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２、１４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妈祖档案史料

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 １ １—１ １２ 页。乾
隆《淮安府志》卷 ２６《坛庙》亦载“天后用春秋二仲上癸
日致祭，行二跪六叩之礼”。

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

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复旦

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５５—１５８ 页。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 １５８《群祀考二》，续修四库全

书第 ８１７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６４６—６４７ 页。
徐业龙：《运河文化的特别例证———淮安清口惠济

祠文化遗产价值研究》，《第二届运河之都———淮安全国

学术研讨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３７９ 页。



派礼部尚书穆克登、耆英、禧恩、奕经、奎照、麟魁等于春、

秋二季，致祭清口惠济祠等水神祠庙①。

总体看来，淮安郡城西南隅的天妃宫逐渐演变为宴

饮之所，至乾嘉时期已日趋败落，而惠济祠则渐为官方政

府与普罗大众②所共同祭祀。如果仅以天妃庙宇的信仰

标准，来衡量天妃宫与惠济祠的功能的话，很明显惠济祠

的天妃崇拜氛围要远高于郡城的天妃宫。淮安地区天妃

信仰中心的转换，是当地水道走势的自然结果，也是山

阳、清河城市变迁的重要指征。

可以说，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由郡城的天妃宫转

移到清口的惠济祠，与城市发展的态势相一致。清河设

县溯至南宋淳熙九年（１ １８２），分淮阴“县西北界置清河
县，以其清河口得名”③。自设县以来，清河几易其治：

“元泰定初，因河决，迁治于河南岸甘罗故城。至元十五

年，因兵乱，复筑土城，仍移河北，即今之所谓旧县也。明

末，再迁于甘罗城，不久复归故治。今于乾隆二十六年，

迁于清江闸南岸一里许。而黄河北岸陶家庄西之旧县土

城，渐就倾废矣。”④清河县城曾两迁淮南之甘罗城。自

筑城以来，可能均为土城，盖城址颇受黄、淮水流冲刷，易

致倾圮，甚或坍入水中，也是清河治所屡迁的主因。元末

兵乱，筑清河土城亦即旧县城，以求自保，此城至清中期

方“渐就倾废”，清河则迁治于清江浦镇。黄、淮水患频

发，引致清河县治之迁移，而惠济祠中天妃信仰的尊崇亦

繇自于此，信仰与城市的发展脉络趋向一致。总之，天妃

闸、坝等河道水利设施的兴修与重建，乃国家与地方社会

抵御水患的因应之策，而天妃神灵亦为应对灾害的策略

之一，作为实物载体的水利设施与精神意念层面的神灵

祭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国家漕运的决策要义。

四、祠祀主神之辨：惠济祠中的天妃与泰山娘娘

中国传统神祠庙宇中，向有一庙多祀的现象，这种多

维信仰的形成与变迁，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动力机制。

由于国家漕运的需要，惠济祠逐渐被塑造为漕神信仰的

重要载体，并导致了惠济祠内崇祀主神的模糊化，已有学

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⑤。惠济祠祀主神的争论集中

于泰山娘娘和天妃两位神灵，早期文献和研究中，认为泰

山女神与天妃是差不多的女神⑥，也许正是这种相似性，

才使得“道教将泰山碧霞元君与海神天妃结合起来，使

两者互为利用，共同发展”⑦。清初惠济祠前、后大殿内

分别供奉“大奶奶”即天妃，“齐太太”即泰山娘娘⑧。其

实泰山娘娘与天妃信仰混祀的事实，明代或已有之。嘉

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进士马一龙（１４９９—１５７０）“行年五
十”北上途经淮安天妃庙，有诗云：“泰山曾入天妃庙，今

日洪头又一过”⑨，据推算，该诗作于嘉靖二十八年

（１５４９），马氏所途经的天妃庙当即惠济祠。由此可见，

惠济祠中泰山娘娘与天妃共祀的时间或可以推溯至明嘉

靖年间。前文对天妃闸的考察，亦证实明代中叶，惠济祠

中即已同时供奉天妃与泰山娘娘瑏瑠。

那么，在惠济祠这一宗教空间中，为什么会同时供奉

两位神灵呢？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地域差异，即

一南一北。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泰山娘娘与天妃在宗

教功能上逐渐吸收彼此的信仰因素，渐趋融合。就泰山

娘娘而言，据传起源于宋真宗时期，其时神名不显，至元

末明初获封“碧霞元君”称号，明中叶以来更由陪祀东岳

大帝升格为与之“平起平坐”的主神，宗教职司也“从单

一的生育神演变为无所不能的神灵”，如在南直隶的宝

应、江都等地竟具有“收伏水怪、保护漕堤”的功能瑏瑡。

淮安地区也有泰山殿（河下小舟庄南运河东岸）、泰山墩

（马头镇运口东岳祠附近）等信仰遗迹瑏瑢，由此推断淮安

地区的泰山娘娘也当具有护漕保运的功能。而天妃的宗

教功能也逐渐综合化、多样化，其中即有送子的功能。某

种程度上，泰山娘娘与天妃共祀一祠，在淮安地区出现了

信仰职能的碰撞与融合，所谓“随着泰山娘娘影响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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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妈祖档案史料

汇编》，第 ２２３、２３８、２４６、２４８、２５８、２６９ 页。
关于惠济祠神灵信仰的民间层面，史料中多有记

载，如嘉靖《清河县志》卷 ４《惠济祠碑》（明嘉靖四十五
年刻本）曰：“凡公私之待济者，祷焉”，又曰：“士女香镫，

远近和会，舳舻荐献”，兹不具列。

光绪《淮安府志》卷 ３７《古迹》。
瑏瑢《续纂淮关统志》卷 １２《古迹》，第 ３７０、３７６ 页。
许歆懿：《解开惠济祠所奉神癨之争的死扣》，《淮

海晚报》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潘俊青：《从惠济祠到皇家绮
春园》，《淮海晚报》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美］彭慕兰：《泰山女神信仰中的权力、性别与多

元文化》，［美］韦斯谛编、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江

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 １５ 页。
王元林、孟昭锋：《论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道教、

国家祭祀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徐业龙：《运河文化的特别例证———淮安清口惠

济祠文化遗产价值研究》，第 ３７４ 页。
（明）马一龙：《玉华子游艺集》卷 １８，转引自蒋维

锬、刘福铸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 １ 辑（诗词卷），
中国档案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５１ 页。

明嘉靖年间知府刘良卿撰有惠济祠碑记曰：“正

德初，有道士袁洞明者，始卜地河浒，建泰山行祠”，咸丰

《清河县志》卷 ３《建置·坛庙》（清咸丰四年刻本、同治
元年补刻本）据此记“惠济祠”，有按语曰：“是嘉靖中止

祀泰山之神，未尝祀天后也”，这一说法当误。

参见叶涛：《泰山香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７７—１ １ １ 页。



辐射及天妃娘娘影响向北辐射，在二位娘娘的司职方面

出现了相互影响和彼此移植的现象”①。由此可见，明清

京杭运河不仅作为漕粮转输、商品流通的主要干道，也成

为民间俗尚地域扩展的有效途径。淮安地处南、北交界

的过渡地带，诸多文化因素共存于此，饮食、风俗等方面

也兼南、北而有之，天妃与泰山娘娘信仰，可以看作淮安

地域特色在民间信仰层面的重要反映，而惠济祠则成为

运河沿线这一南北神灵互动的典型范例。

天妃与泰山娘娘的神职功能渐趋融合，固然可以构

成二者共祀惠济祠的解释。但从国家对神灵封赐的角

度，以及此后在淮安民间社会对两位神灵含糊、混视的现

象看来，惠济祠中天妃与泰山娘娘的关系或许另有值得

审视的必要。就神灵封赐而言，明代崇祯年间敕封天妃

为“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又加静贤普化慈应碧

霞元君”②，但有学者认为“加天妃以青碧字，义意不

协”，其说可能有误③。近更经考证认为，崇祯年间册封

天妃为“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系清初杭州道士

伪造④。天妃的碧霞元君封号虽系伪造，但传世文献则

予以转抄摘录，再加上普通民众强烈的功利主义心理，致

使民间社会混淆视之。而假若存在对碧霞元君赐予天妃

封号的事实，则更加剧了这两位神灵信仰的失序状态⑤。

在淮安地区，不独惠济祠中两位神灵共存，民众所祀神灵

存在认知上的模糊性。天启《淮安府志》卷 ２４《丛纪志二
·丛谈》曾曰：“若淮上之祀起于宋，至明而崇奉显圣第

止，宜称‘天妃’，而不察者谬加以‘碧霞元君’字号，此则

泰山之神非漕运之灵济者矣”，从侧面指认出当地对两

位神灵的误视。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位于玉带河北

的碧霞宫⑥，原先为城隍庙的祭拜场所，于乾隆年间改祀

天妃，《光绪清河县志》卷 ３《建置·坛庙》中载：“碧霞元
君，太山之神，而俗以天后当之，亦为小误”。天妃神对

城隍信仰空间的“侵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隍信仰衰

颓、天妃信仰逐渐占据优势的信仰格局。地方志编纂者

认为碧霞元君即为太山之神，而民间则误将天后当作碧

霞元君。如果地方志编纂者是正确的话，那么清末淮安

民众间则依然存在着将泰山娘娘与天妃混作一神的信仰

生态。由此可见，在淮安地区，泰山娘娘与天妃混淆而视

的现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实这种混视，可能隐含着比较深刻的信仰逻辑。

惠济祠初建时，供奉泰山娘娘，后天妃神灵羼入，前殿供

奉天妃，泰山娘娘仍居其后，另有眼光娘娘、送子娘娘诸

神附列于祠内。按照中国祠庙宫观的空间布局，位于后

大殿的泰山娘娘应该是惠济祠供祀的主神，而且民国邑

人张煦侯游观惠济祠时，见“大殿之前有门，金书‘碧霞

元君祠’五字”⑦，前述当地民众多误将天妃视为碧霞元

君，且将惠济祠俗称为泰山奶奶庙，可见“碧霞元君”即

泰山娘娘更符合民众的信仰需求。而在《南巡盛典》和

清宫档案中，多以“天后”称谓示人，在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的一折上谕中，提及“今清口惠济祠供奉天后神

像”，“并令在湄洲本籍祠宇春秋致祭，以彰灵感”⑧，很

明显官方意识中标榜的是护漕保运的福建籍天妃神灵。

虽前文述及两位神灵的宗教职司均趋于多样化，但仍各

有所重，即淮安地区天妃主要作为护漕保运的航运神，泰

山娘娘则以庇佑民生为主，这便可以窥探出淮安惠济祠

内并行不悖的两种宗教话语体系，即官方与民间均赖神

灵庇佑，各取所需。综观惠济祠的发展脉络，随着国家对

河道整治与漕粮运输的重视，天妃信仰日益凸显出在淮

安地方信仰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淮安地区的天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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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继祥：《泰山娘娘信仰》，学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版，第 １２５ 页。

（清）陈梦雷纂：《古今图书集成》卷 ２８《博物汇编
·神异典·海神部汇考一》，第 ６００９３ 页。

奉宽：《妙峰山琐记》，叶春生主编：《典藏民俗学

丛书（１９２８—１９３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５０３ 页。

其目的是为了迎合北方民众笃信碧霞元君的崇拜

心理，以此扩大天妃在北方尤其是运河沿线地区的影响

力，参见郑丽航：《天妃附会碧霞元君封号考》，《莆田学

院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徐晓望从崇祯官方文献的缺载
出发，对此亦持质疑态度，见氏著：《妈祖信仰史研究》，

第 ２７６—２７７ 页。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明代封泰山玉女为
碧霞元君，并非专指泰山娘娘，“南方的天妃、顺懿夫人

亦有此称号”，至近代碧霞元君才专指泰山娘娘，见吕宗

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版，第 ２６１ 页。

道光《冠县志》卷 ９《艺文志》（清道光十一年刻
本）收录明代邑人钱楷（嘉靖间进士）所撰《增修碧霞元

君祠》一文，曰：“今若神之至尊如碧霞元君者，具天妃之

圣号，擅东岳之威灵”。有学者叙及惠济祠时指出，康熙

帝“出于祈盼漕运平安的迫切心情，并为了赢得太后的

欢心，先封惠济祠祭祀的泰山碧霞元君为‘天妃’，并将

‘惠济祠’更名为‘天妃庙’”，见李孝聪、席会东：《淮安

运河图考》，中国书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７９ 页。关于
碧霞元君与天妃封号之间的纷纭纠葛，笔者尚无法给予

准确的判断，置此存疑。

据《淮城寺庙概述》、《淮安城市附近图》等地方资

料所示，今楚州一带亦存有碧霞宫宗教遗迹，当亦祭祀碧

霞元君，其中一座即位于与天妃宫旧址相对的运河岸边。

张煦侯著，方宏伟、王信波整理：《淮阴风土记》，

方志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３６８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妈祖档案史料

汇编》，第 １ １ １ 页。



仰，基本上是一种官方话语主导与构建的祭祀空间，这与

淮安作为漕运枢纽城市的地位是一致的。

余论：惠济祠庙会视野中的民间信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前，“每届岁朝及农历四月八日
（初八、十八、二十八）、六月六、七月半和九月九日，惠济

祠例有庙会，百艺结集”，“只要信徒敬香求告，无不灵

验”。其中，“岁朝”即农历正月初一，为天妃娘娘出巡之

日，庙会已形成较为固定的程序和习俗，即“娘娘出巡，

前有大纛开道，同时有一面大铜锣喝道，后面便是护驾马

弁，再后面便是娘娘的銮驾”，观会者络绎不绝①。天妃

娘娘的诞辰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妃信仰的宗教仪式

和祭祀活动也多在这一时间前后，惠济祠中天妃娘娘的

庙会活动选择在农历正月初一，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在

地化”趋向。

另外几个时段同样举行一定的庙会活动，尤以四月

十八日为隆，该日为泰山碧霞元君诞辰，例有祭祀，情理

皆合。但惠济祠“四月十八日”的庙会活动恐别有它意。

据淮阴区码头镇人见告，惠济祠中曾供奉“二太太”，其

“娘家”在山阳板闸镇②。明清时期板闸为户部钞关驻

地，市廛熙攘，“早有小人会的习俗，会期为每年农历四

月十八日”③，届时“凡板闸、淮北各坊、镇有香会者，俱

集于此，称为一时之盛”④。板闸小人会巡游行伍终至窑

沟篆香楼登坛毕事。篆香楼位于淮安关署东北二里许，

清道光时邑人熊德庆有《竹枝词》云：“四月年年赛会朝，

篆香楼外漫停桡。笙歌画舫知多少，不是头桥即二桥”

⑤，篆香楼不仅成为小人庙会的活动中心，更是四方游士

“扬磛风雅”的公共场域，即“唱和饮燕，不于篆香楼，即

于爱莲亭”⑥。“河工盛时，各厅员载酒看花，门外车马

恒满”，篆香楼亦成为僚属游憩之所⑦。篆香楼初建之

时，却曾有镇水安澜的旨意，因罹水患“命有司祷于淮

神，因作巨楼镇压其地，而大川以宁”⑧，与惠济祠的河防

功用存在暗合，可能由于水患消减，篆香楼日渐转型为一

文化活动中心。而惠济祠的正殿后院亦建有篆香楼者

⑨，似可推断，板闸篆香楼镇水功能的缺失，却在惠济祠

失而复得。又，乾隆时期惠济祠的声名臻于鼎盛，并两次

奉令重修，以至“金碧辉映，高峙雄观”。综上，惠济祠庙

会起源虽无从考，但四月十八日作为庙会系统的主要时

段，原本可能仅庆贺泰山娘娘的诞辰，山阳板闸小人会恰

又逢会于此日，再藉由淮关监督整修惠济祠的契机，小人

会的信仰因子实现了沿运河岸的空间流动。惠济祠后院

的篆香楼实体建筑也可为证，惠济祠中的篆香楼是作为

板闸小人会祭坛的复本而存在的，更印证了祠内关于山

阳板闸“二太太”的祭祀活动，此般多维视角的同构性信

仰，使篆香楼植入惠济祠具有内在的信仰理路。

惠济祠庙会时段中，如六月六、七月半、九月九以及

十月朝，均系淮安地区的岁时节令，此般岁时节令何以化

入惠济祠庙会，其移植过程已不得而知。但篆香楼的例

证显示：惠济祠庙会在时事更移中，融入其他形式和内容

的信仰因子，形成了以天妃、泰山娘娘为主祭，杂以其他

如小人会等庙会节庆的综合性活动，因之逐渐丰富自身

的宗教意涵，而成为淮安地区的一大盛会。庙会植根于

民间社会，具有浓厚的乡土性，而从惠济祠庙会内涵延伸

的角度可以解读出：淮地民众对民间诸神愈发自觉的依

赖，才会引申出惠济祠庙会更具民间信仰张力的面相。

这种以文娱表演为主要形式的庙会，不仅伴随着某些特

定的经济活动，也体现了泰山娘娘等神灵信仰已成为普

通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并逐渐衍生出淮安地区特

殊的信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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